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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具有自身獨特性與學術挑戰性。自上世紀八十

年代發展至今，大體可劃分為三個時期：起步期、發展期與蓬勃期。

本文圍繞每一時期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相關論著的內容進行「歷時性」的

梳理分析，發現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始終與「新聞自由」、「權力重組」、

「建構現實」等研究主題相聯繫，並伴隨香港社會政治情境的變遷，不

斷湧現出新的研究重點與課題，近年的研究則圍繞社交媒體與政治參

與及新社會運動展開。在研究中，香港政治傳播學界衍發出頗具操作

性的中層概念或理論，如「傳媒的代議功能」、「非組織性集中化」、「文

化共向」、「強化客觀性」、「迷糊策略」、「民意激蕩」、「新聞範式的更

迭」等，這些概念或理論的提出，為建構更高層次的傳媒與政治互動模

式提供了理念和實證的根據。鑒於政治傳播研究本身的開放性，方興

未艾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理應向著更多向度的研究角度邁進，在嶄新

的媒體時代追尋更為深遠的學術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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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ck and the Prospec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Lai XU, Yu HUANG

Abstra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 is unique and academically 

challenging because of the uniqueness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ecolog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thirty years, the research can be divided by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in 1997, the landmark event, into three periods—infancy, 

development, and the flourishing stage—each with different research focu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Hong Ko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pers from the 1980s to 2014, and find out that they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topics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power 

restruct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d also derived new research 

topics from the social changes in Hong Kong, examining the “public opin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representatives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s 

reports and Hong Kong’s local awareness/interest, and so on. Recent researches 

are more related to social media,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Meanwhile, the opennes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a more 

encouraging atmosphere for Hong Ko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to 

explore at this stage, such as applying differ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xpanding the research sphere, upd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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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bjects, and promoting research at much more extensive and deeper 

levels, with a view to achieve a greater and more profou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media age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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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為亞太區的資訊中心之一，香港傳媒業的發達令人稱奇。彈丸

之地卻座擁百花齊放的傳媒實體，1 是亞洲新聞最開放的地區之一。2 由

於大眾傳媒在香港的政治發展進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僅充分反

映出香港社會政治變遷、權力轉型過程中的具體特點，也反向影響著本

土政治生態，形成獨具特色的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現象。

近三十年來，以香港傳播學者為主的研究者們對香港政治傳播現象進行

了不懈的探索，發表了一批值得關注的論著。隨著香港九七回歸以來

香港政治社會的急劇變遷，香港政治傳播愈加成為學者關注和考察的熱

點課題。

本文以「歷時性」的分析視角，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今研究學

者們關於香港政治傳播的主要論著，以九七香港回歸為界，將研究階

段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起步期、發展期與蓬勃期。由於自政治傳播

研究在香港紮根伊始，便有一群與國際學界保持緊密對話的較為活躍

的香港傳播研究學者，注重實證研究，並在研究時借用社會學、政治

學、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衍發出頗具操作性的中層概

念或理論，如「傳媒的代議功能」、「非組織性集中化」、「文化共向」、

「強化客觀性」、「迷糊策略」、「民意激蕩」、「新聞範式的更迭」等。這

些概念或理論的提出，為建構更高層次的傳媒與政治互動模式提供了

理念和實證的根據（陳韜文、 黃煜、 馬傑偉、 肖小穗、 馮應謙，
2007），也體現出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時代性特徵，但總體而言，儘管

伴隨香港社會政治情境的變遷，不同階段湧現出不同研究重點，然

而，長期來看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卻始終與「新聞自由」、「權力重組」、

「現實建構」等主題聯繫在一起，反映出香港社會政治傳播關注的熱點

一直持續至今。

如今，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已延續三十餘年，與香港政治生態及市

民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發展勢頭方興未艾，回顧、梳理與審視這一研

究領域，既填補相關學術回顧的闕漏，又具有重要的階段性意義。因

此，本文將圍繞香港社會政治變遷的背景與特點，從以下四個方面對

過往研究文獻進行述評：一、何謂政治傳播研究；二、香港政治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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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社會政治背景；三、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階段性歷程，以及不

同階段的研究內容、主題及特點；四、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前景展

望。通過歸納和梳理不同研究階段的代表性觀點與發現，尋找香港政

治傳播研究發展的新座標與新起點。

一、何謂政治傳播研究

在人類歷史中，政治傳播可謂「古老的現象、年輕的學問」。雖然

西方政治傳播現象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便已出現，古希臘修辭學、

演講術的興起和發展，也在客觀上成為西方政治傳播研究的源頭（張曉

峰、荊學民，2009）。然而，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傳

播研究源於1922年Walter Lippmann在著作《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

中關於新聞自由與公共輿論良性互動的研究，這「在當時極大地鼓舞了

學者們對於政治傳播研究的熱情」（MeLeod, Kosicki, & McLeod, 

2002）。從早期Lazarsfeld, Berelson, & Gaudet（1944）通過對小社區的選

舉投票觀察傳媒對候選人之態度及行為影響，到Deutsch（1963）用系統

理論的觀念來探討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理論，政治傳播

研究一開始側重於從將政治傳播視為一種政治現象與政治行為，學者

也往往從政治學角度出發，把政治傳播界定為「以話語為介質的政治過

程」，包括：（1）政治系統本身與政治環境間的資訊交流；（2）政治系統

本身與政治環境內各份子間的相互影響；以及（3）政府與民眾間包括訊

息、意見、經驗、滿意度等在內的交流與分享，以發揮政治系統之管

理眾人之事的功能（Fagen, 1996; Kaid, 2004; McNair, 1995; Mueller, 

1973; Pye, 1963）。

七十年代以後，西方政治傳播研究開始突破原有的側重從微觀領域

研究和分析影響選民個人行為的媒體效果研究，轉向大眾媒體在民主政

治體系中的宏觀系統性的角色研究（Nimmo, 1976; Nimmo & Sanders, 

1981）。學者開始從傳播學角度對政治傳播研究進行探索，比較有代表

性的觀點認為政治傳播是「關於政治的有目的的傳播」，包括：（1）所有

政客及政治行動者為求達到目的而進行的傳播活動；（2）所有非政治行

動者對政治行動者作出的傳播活動，例如選民及報紙評論員；以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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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媒介中涉及以上政治行動者的新聞報導、評論文章及政治討論等

（McNair, 2005）。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傳播行為不一定是政治行為，

但政治行為一定是傳播行為」（Nimmo & Combs, 1990），政治上的溝通

離不開傳播，動態的傳播行為又促使政治權力關係不斷被定義、重構，

兩者緊密結合構成的政治傳播研究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出現在美

國最大的傳播學及政治學學術組織—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與美國政治科學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學術分組之中（黃智誠、李少南，2003）。

隨著當今互聯網等新媒體的興起，「媒介富餘」時代的來臨，專業化

需求的加劇、競爭性壓力的增強、反精英民粹主義與「離心多元化」

（centrifugal diversification）的政治變遷過程（Blumler & Kavanagh, 1999），

政治傳播研究日益呈現出學派林立的盛象，研究內容擴及政治修辭、

政治宣傳、公眾態度變遷與傳播效果、媒介與政府關係、政治傳播技

術變遷、新媒體等多個領域，進入更加多元化的時期。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政治傳播研究發展早已成為一門獨立

的研究領域，但由於其轄下的「政治」學科有狹義及廣義之分，而「傳

播」也有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為本及個人心理為基礎的分野（黃

智誠、李少南，2003），加之政治傳播研究本身呈現的研究範疇的寬泛

性與延展性，如何界定政治傳播研究始終是學者們懸而未決的議題，

無論是從政治學面向、抑或是傳播學角度，都難以以一概全，達成學

界統一的認知。因此，當下的政治傳播研究如何「尋找一種方法、一種

發展的模式，以克服『零碎化』所帶來的不幸後果，使其朝著『有組織的

框架』 發展」（McQuail, 2000; Nimmo & Sanders, 1981; Nimmo & 

Swanson, 1990），成為政治傳播學者不斷探索的課題。

同時，由於政治傳播研究誕生和發展於西方，其研究主體與理論

具有很強的地域性特徵。照搬西方的政治傳播理論框架來考察東方政

治傳播研究的發展與特點是不現實的。具體到香港而言，香港在政治

傳播體制上具有自身獨特性，梳理香港政治傳播研究，需要從香港本

土的政治場景（political context）、尤其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事件或趨勢

出發來考察香港政治傳播的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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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社會政治背景

香港歷經百年殖民統治，形成獨特的社會政治特性。上世紀七十

年代學者金耀基（1975）從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理論架構出發，提出港英

治下的香港政治模式為「行政吸納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模式，即港英統治主要限於精英層的力量吸納、共識建構與行

政管理。在精英及其利益集團的管制下，香港呈現出「無黨行政邦」

（Harris, 1978）的特點，港民政治意識淡薄、政治參與度低，沒有本土

政黨。然而，儘管華人社會與港英政府治下的官僚政體基本互相隔

絕，但出於官僚政體與華人社會共同的實用性基本價值傾向，雙方各

自恪守職責，使香港得以在複雜的條件下維持著「最低整合的社會—政

治系統」（minimally-integrated social political system）（劉兆佳，1982），

保持了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

這樣的社會結構與模式隨著中英談判的到來受到極大衝擊。上世

紀八十年代，中英雙方拉開香港回歸的談判進程，兩國勢力在港權力

角力過程徐徐展開，香港進入1984至1997年十數年的「二元權力結構」

（dual power structure）階段，一方面，中英談判大局已定，英國謀求「光

榮撤退」，並在撤出前加快推行包括代議政制在內的一系列「非殖化」措

施，大力推動香港的民主改革和「還政於民」，銳意扶植反共和民主派

勢力（劉兆佳，2013）；另一方面，中方為確保順利過渡，著力維護香

港寬鬆良好的政治經濟環境，培養「愛港愛國力量」，以換取支持和達

致統戰的目的。隨著「中英權力漸變模式」（陳韜文，2002）的演變、經

濟的發展、教育水準的改進、社會矛盾的增加和民眾對香港回歸後的

政治憂慮，「九七」問題初顯。香港民眾政治訴求不斷上升，香港的政

治權力架構日趨多元化。1989年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更對香港造

成前所未有的衝擊（黃智誠、李少南，2003），衍生出若干重要而又獨

特的政治事件與現象。
1997年香港順利回歸中國，中國成為香港唯一的權力中心，香港

所面臨的處變之道剛剛開始（王賡武，1997）。隨著主權移交、公營事

業市場化、香港的經濟結構轉型，加之數次社會危機如亞洲金融風

暴、失業、新移民、禽流感、沙士等突發事件的衝擊，香港社會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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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擴大，社會結構僵化，民眾心情低落。同時，回歸後香港中產階

級的質變在頗大程度上改變了特區的政治形勢和生態，一定意義上在

回歸之初造成政治動盪、管治艱難的局面（劉兆佳，2013）。如果說

九十年代初，香港人基於政治的表現都還只是「積極的旁觀者」（attentive 

spectator）（Lau & Kuan, 1995），3 這一情況到九七前後出現明顯轉變，

各種與港人利益息息相關的政治事件不斷，在改變香港社會政治文化

的同時，也撩撥著香港傳媒的政治神經，形成新時代下的香港社會政

治傳播形態。

獨特的香港政治變遷過程，為香港政治傳播研究提供了極大的誘

因。可以肯定，對香港政治傳播的研究與探討將有助於擴充當前全球

政治傳播的研究空間，成為現有西方政治傳播理論框架與模型的重要

補充。

三、香港的政治傳播研究

香港印刷媒體的源頭要追溯到十九世紀中葉。從1841年發行第一

份英文報紙《香港公報》（Hongkong Gazette）、1858年出版第一份中文

報紙《中外新報》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紙質媒體早已呈現「百花

齊放」的局面，包括《明報》、《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香港

商報》、《天天日報》、《晶報》、《正午報》、《香港夜報》、《新生晚報》等

在內的新聞媒體在輿論引導上各抒己見，政治立場鮮明，並由此衍生

出香港第一篇比較正式的政治傳播學術論文、1969年Mitchell的《香港

報業如何面對十五年來急劇社會轉變》（How Hong Kong Newspaper 

Have Responded to 15 Years of Rapid Social Change）。然而，雖然是時

香港傳媒擁有豐富的媒介生態，既承接了本土特殊的現實語境，又兼

具西方傳媒制度的理論模型，在中國新聞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上

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對它的政治傳播解讀與研究卻乏善可陳。原因有二， 

一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政治議題仍是十分敏感的課題，港民普遍政治

冷感；而八十年代以後的香港急速政治化（黃智誠、李少南，2003），

相應影響了香港的社會政治生態，改變了香港的政治傳媒生態；二是

傳播學本身也是八十年代才開始在香港各大專院校推廣普及，使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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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傳播研究自此興起並活躍起來，產生不少學術論著。曾有學者（陳

韜文，1992；陳韜文、蘇鑰機、馬傑偉，1997；黃智誠、李少南，
2003）或以時間為線、或以研究對象為限，對不同時期的香港政治傳播

研究進行過梳理。例如，黃智誠、李少南（2003）根據「政治」與「傳播」

兩種不同的面向，將香港政治傳播劃分為「國家中心」、「社會中心」、

「社會形構與傳媒關係」、「與個人及團體相關之傳播效應」四個象限進

行歸類，發現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以國家為中心並關注社

會形構與傳媒關係的課題上。陳韜文、蘇鑰機、馬傑偉（1997）以九七

回歸為節點、對之前的香港政治傳播進行了歸納與梳理，為後來研究

者提供了參考與啟示。

如今，香港回歸十八載，香港政治傳播研究也在日新月異的社會

變遷與政治事件下不斷推陳出新。九七回歸作為香港社會、政治、文

化的一個重組過程，意味著權力結構、文化形態、經濟動力等方面的

重大改變（陳韜文、黃煜、馬傑偉、蕭小穗、馮應謙，2007），是啟動

香港社會變遷的重要的分水嶺，引導著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主題與動

向。簡單來講，即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九七回歸前，傳媒怎樣適應和影

響政治過渡是初初起步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重要研究課題；九七回

歸前後，民心浮動，民情激蕩，香港政治傳播研究更集中圍繞著權力

關係、新聞自由、民意問題與社會運動展開積極探討與論述；回歸之

後，香港社會政治不斷衍生新事件，社會形態亦從原來港英時期以經

濟為主導的社會，逐漸演變成回歸後以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對

抗為主的社會：從2002年23條立法開始，歷經否決2007普選、超級議

員選舉、反國教、白皮書、佔中運動、後佔中自治運動等，香港社會

正快速成為一個高政治對抗的社會。在這種情形下，香港政治傳播研

究邁入了多元蓬勃發展的新階段。因此，本文以九七香港回歸為標

誌，將香港政治傳播研究整體劃分為起步期、發展期與蓬勃期三個階

段，通過「歷時性」考察，對每一時期的相關研究作出較為全面的總結

與梳理，以期展望未來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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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起步期

香港政治傳播研究興起於八十年代初至九七回歸前這一香港政權

交接過渡期。在此期間，中英政治角力，雙方影響力此消彼長。正因

為中英兩權對立和相互制衡，使得港人有空間尋求本土的身份認同，

並展現強烈的民主訴求。媒體總體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政治傳媒

研究興起，八十年代起，以李金銓、關信基、陳韜文、蘇鑰機為代表

的傳播學者便已立足於當時香港的政治與傳媒發展，圍繞殖民統治與

新聞自由、傳媒報導與政黨政治、受眾參與與公眾輿論、社會結構與

傳媒專業意理、香港政治過渡期的權力架構與媒介變化等議題展開研

究（Chan, 1992; Chan & Lee, 1984, 1988, 1991; Kuan & Lau, 1989; Lee, 

1985; Lee & Chan, 1990; So, 1987）。其中，「權力架構與新聞自由」、

「政權轉移與媒介角色轉移」成為這一階段討論的重點。

1. 權力架構與新聞自由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香港是亞洲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地區之

一。香港媒體具有西方傳媒制度的現實模型，八十年代初，報章的意

識形態甚至支持著它們對港英政府發出的新聞稿件進行處理或刪改

（Lee, 1985）。西方的法治、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影響香港媒體至

今，在1990年、1996年、2006年進行的三次新聞工作者調查中，香港

新聞工作者認為「堅持依據事實報導新聞」、「迅速為大眾提供最新資

訊」，以及「報導可靠資訊防止流言散播」這三項是新聞媒介最重要的社

會功能，十年來都沒變（Chan & Lee, 2007）。

然而，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新聞自由與民眾政治參與何

去何從成為輿論研究的焦點。這一時期集中探討港英統治時期新聞自

由權在媒體訴求和政府權力的博弈中推進和維護，從權力架構基礎預

測新聞自由的前景（陳韜文、邱誠武，1987； Chan & Lee, 1984, 1989, 

1991; Kuan & Lau, 1988, 1989），成為香港主權移交前政治傳播研究的

熱點之一。研究普遍認為，權力架構的改變會對香港新聞自由產生影

響（陳韜文、邱誠武，1987； Chan & Lee, 1984; Kuan & Lau, 1989），

更有1990年的調查顯示69%的香港新聞記者認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自

由不甚樂觀（Chan, Lee, & Lee, 2007）。但陳韜文、李金銓（1991）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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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權力中心凸顯的同時，相反的力量仍舊存在，例如天安門事

件，不同意識形態的傳媒報導統一口徑，彰顯此階段香港新聞自由尚

可維持相對獨立的狀態。

2. 政權轉移與媒介角色轉移

政權轉移與媒介角色轉移是這一時期政治傳播研究的另一重點

（Bonnin, 1995; Chan, 1992; Chan & Lee, 1984, 1991; Fung, 1995; etc.）。
1984年12月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自此進入權力架構「過渡期」

（Chan & Lee, 1991）。對香港未來的不確定性，使香港政治過渡期的媒

介角色轉移成為時代的研究課題。李金銓（1990）通過比較研究，提出

凡是權力結構有過改變的地方或時期，無論是法國大革命、辛亥革

命、中國1949年易權，及至東歐解體、菲律賓人民革命、臺灣地區和

韓國的民主化，這個問題都適用。香港是當中的一個案例，它所代表

的是權力漸變的模式，有別於革命的劇變。陳韜文及李金銓（1991）所

撰《大眾傳媒和政治變遷》作為香港回歸之前唯一一本論述香港傳媒與

政權轉移的學術專著，以「傳播媒介不規則地反映權力結構，因此對社

會權力關係的轉變亦作出不規則的回應」為理論前提，探討權力結構重

組與「新聞範式」轉變的呼應關係。朱立與李少南（1995）對此問題進一

步深化，將政府與媒介關係分為宣傳、公關、市場、改革與革命五大

類，認為回歸前後的香港媒介模式極有可能完成從改革到宣傳或公關

的模式轉變。這一議題延續到香港回歸以後，不少學者都檢視了香港

回歸後傳媒如何響應了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Lee, 2000; So, Chan & 

Lee, 2000; etc.）。

總體而言，起步時期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研究內容受限於研究

人員的數量與香港社會政治事件突變，尚處於被動的研究階段。所幸

在興起之初便有一批優秀的本土傳播學者加入，為香港政治傳播研究

的品質提供了保障。

II. 發展期

九七回歸前後，回歸臨近的緊張感與「一國兩制」下的觀念衝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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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撞擊，使得香港問題研究成為越來越迫切的實際需要。這一

時期為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發展期，當局與傳媒的權力關係、政權交

接下的香港新聞自由、政治變遷與香港傳媒表現、角色及新聞倫理道

德、「九七問題」引發的民意問題等議題，成為政治傳播研究的主要內

容。此間代表學者有陳韜文、李金銓、黃煜、朱立、馮應謙、蘇鑰機

等。

1. 當局與傳媒的權力關係

研究學者發現，香港回歸前後，當局與傳媒的權力關係發生了變

化。這一權力與傳媒之間的關係變化直接投射到傳媒意識形態、新聞

自由、媒體角色與表現當中（陳韜文、蘇鑰機、馬傑偉，1997；Atwood 

& Major, 1996; Bonnin, 1995; Chan & To, 1999; Lee, 1997, 1998; 

McIntyre, 1995; Wilkins & Bates, 1995; So, 1996, 1999; So & Chan, 

1999）。具體來講，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港英當局與傳媒只是一

種「低度整合」的權力關係（Kuan & Lau, 1989），很大程度上只透過控

制當局資訊的發放和籠絡傳媒老闆（例如給予他們殖民地的勳銜之類）

來影響民意，很少直接以行政命令或法規控制傳媒（陳韜文、蘇鑰機、

馬傑偉，1997）。相比之下，中方與傳媒的權力關係更為密切（陳韜

文、李立峯，2009a）。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中方都與香港傳

媒機構保持積極互動，或通過邀請傳媒機構老闆和高層加入《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或特區籌備委員會、或委任以政協代表名銜、或假以生意

關照的方式，籠絡收編媒介力量以維和香港回歸過程中的媒體輿論環

境。另一方面，朱立及李少南（1998）發現回歸前後香港原本親英的主

流媒體有接近北京方面並接受其管治的強烈傾向，陳韜文、李立峯

（2009）指出這種密切聯繫在回歸後亦未發生改變，表現為「非機構性的

媒介擁有權集中」（馮應謙，2007）。正由於香港傳媒機構持有者與大陸

當局的聯繫普遍割捨不斷，進而對香港傳媒角色、表現、新聞倫理道

德、所有制及傳媒競爭產生影響（黃煜、俞旭，1996；陳韜文、蘇鑰

機、馬傑偉，1997； Chu & Lee, 1998;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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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七問題」引發的民意問題

「九七問題」引發的民意問題（王家英，1996；羅永生，1997；
Atwood & Major, 1996; Wilkins & Bates, 1995; Willnat, 1996; Willnat & 

Wilkins, 1997）此間亦受到學界關注。二戰後出生的香港新生代經歷了

港英治下的香港經濟起飛及日益完善的社會制度，具備身份上的優越

感；九七回歸前後之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加上九七金融風暴，香港民

眾產生回歸後身分認同危機，身份的訴求又引發民主訴求，形成一系

列政治事件。學者集中探討了媒體之於民意問題的影響（Atwood & 

Major, 1996; Wilkins & Bates, 1995; Willnat, 1996; Willnat & Wilkins, 

1997），認為媒體播報內容所呈現的「焦灼感」直接影響了「九七問題」

下的民意問題。

社會的種種不確定性彙聚激蕩，致使發展期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

緊緊圍繞著九七回歸下的政治權力與民情民意展開。一方面，這一時

期的研究具有較強的時效性與針對性，另一方面，接二連三的社會政

治事件在為本土政治傳播研究提供了動力與源泉的同時，也客觀局限

了研究的總體視野。

III. 蓬勃期

九七回歸以後的香港政治傳播研究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階段。香

港在回歸十八年（1997–2015）間所經歷的、包括金融海嘯、「新移民」、

非典、五十萬人七一遊行、特首更迭、香港公營廣播檢討、反國教、

保普選運動、雨傘運動等在內的重大政治經濟事件，使得媒體熱點頻

出，報導呈現出一種「沒落的焦慮」（陳韜文、李立峯，2009）；另一方

面，大陸和香港兩地互相接觸和互相影響越來越頻繁，出現「國族化」

和「本土化」的角力（陳韜文、李立峯，2007）。在此期間，香港的社

會、政治以及傳媒變遷、回歸後的新聞自由、自我審查、傳媒與國家

民族論述、國家認同、身份認同、公民社會之形成、傳媒與社會運

動、選舉與民意、本土意識與傳媒「代議」功能、新媒體與政治動員等

成為新時期的政治傳播關注焦點。代表學者有陳韜文、馮應謙、李立

峯、馬傑偉、郭中實、杜耀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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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香港的社會、政治與傳媒變遷

關於香港的社會、政治與傳媒變遷的討論，依然是圍繞著「香港回

歸」這一重要座標展開。2007年，香港學界及大眾傳媒都卷起過一陣研

討風潮，討論回歸十年給香港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陳韜文、李立峯

（2009）提出回歸後的香港傳媒與政治權力互動的「再國族化、4 國際化

和本土化」分析框架，將各種各樣影響著傳媒的表現和運作的因素歸納

為以上三股力量，指出它們之間的角力和牽扯，令香港傳媒的形態和

運作複雜多變。李立峯（2007）提出，回歸後的香港「再國族化」是一個

整體的社會趨勢，可以說是一個「文化共向」5 的過程。這一過程可能令

新聞工作者對事物的判斷有所改變，令香港新聞界對中央政府某些議

題的判斷有所改變。

2. 回歸後的新聞自由與自我審查問題

同時，回歸後的新聞自由與自我審查問題引發關注。香港中文大

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在1990年和1996年曾分別對香港的新聞工作者作出

調查，調查表示超過一半人認為同行曾施行某種自我審查，而大約四

分之一的受訪者承認他們自己害怕批評中國（陳韜文、李少南、李金

銓，1996）。在2001年一次新聞工作者調查研究中，發現其中13.2%認

為自我審查在香港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另外57.4%的新聞工作者則認

為問題存在但不算太嚴重（李立峯、陳韜文，2009）。但當2006年再次

進行同類調查研究的時候，認為自我審查嚴重的新聞工作者就上升至
26.7%。同年在香港市民調查研究中發現，接近半數香港市民認為，當

中國大陸和香港有利益衝突時，香港傳媒是應該站在香港一邊的。而

這些認為香港傳媒應該維護本土利益的市民，同時傾向認為香港傳媒

在中港衝突問題上有自我審查的情況（陳韜文、李立峯，2007）。另

外，同一研究發現，愈是認同傳媒在有民意基礎及事實根據時不必保

持中立的香港市民，愈覺得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減退當中（李立峯，
2007，2011）。6在如非典爆發、國家安全法爭議、國民教育、全民普

選等涉及中港衝突的議題上，「客觀中立」的報導已經不能令絕大部分

市民感到滿意。陳韜文、李立峯（2007）認為，一方面，在可見的將

來，涉及中港衝突的議題將為香港傳媒帶來很大的挑戰；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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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媒的表現上，政權易手固然令媒體在一些問題上有所顧忌，甚至

向權力傾斜，但商業傳媒同時也有自身的市場考慮，香港電臺沒有變

成政府喉舌，《蘋果日報》繼續暢所欲言。不少傳媒工作者依然堅守新

聞專業主義，中國和特區政府也表示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再加上國

際間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關注，都使得香港傳媒並未完全臣服於中港權

力架構之下。

然而，亦有學者指出，風光表面的背後卻是政經權力滲透而傳媒

日漸馴化的景象：回歸十年來，香港報業的格局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但是很多報紙的所有權都發生了轉換（黃煜，2007），呈現愈來愈多媒

體的擁有權易手親中商人、烽煙節目的衰落、自我審查的加劇等。隨

著中港文化漸漸趨同，新聞從業員和市民大眾對大陸態度的轉變，香

港傳媒處理中國新聞時亦不如以往具有批判性。在這種大環境下，香

港傳媒的言論空間正慢慢收窄。伴隨內地的經濟發展，香港會進一步

倚靠中國，香港傳媒面對的政經壓力只會有增無減。香港能否保住新

聞自由，固然要看一國兩制能否貫徹執行和香港的政制是否真的實行

民主化，同時也要看傳媒機構和新聞工作者能否堅守新聞專業和市民

大眾是否擁有捍衛新聞自由的決心（李立峯，2007，2013；李金銓，
2000；陳韜文、李立峯，2003；劉端裕、杜耀明，2007）。

3. 民意調查研究

民意調查研究亦是此階段研究的重點。民意調查是成熟的公民社

會獲取大眾意見必備的環節。注重民調的傳統在港英時期就已形成，

發展至今成為每個香港人常常掛在嘴邊的日常詞彙。它不僅可以收集

大眾對某項政策、事件的意見，更大的威力在於它匯總了大眾的意見

之後，能對社會產生實際的影響，從而直接成為監督政府、參與社會

事務的重要途徑。在香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都有民意調查中心，而傳媒的民調大多是委託這些學術機構去做，然

後自己發佈。例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幾乎每個月對官員進行一次

滿意度和支持率的調查，這一調查從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開始，對最

高長官以及各級官員進行民望調查，並形成慣例。而類似的還有香港

中文大學的亞太研究所和浸會大學過渡時期研究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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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民調能夠有今日備受關注和信任的地位，全憑數十年來苦

心經營不斷積累起來的口碑。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研究計劃給自己設立

的第一條規定就是：無論誰給錢做調查，調查的學術範圍問題任何其

他人不得插手。這也是全港民調共同認可的原則。其次，自己所做的

調查，不予評價，如果需要評價，則需請其他教授學者，也是為了避

嫌。最後則是不會給媒體獨家新聞的機會（鍾庭耀，2012）。香港中文

大學教授羅文輝（2012）認為之所以民調值得重視，是因為它採用了科

學的方法來反映民意，所以調查是否科學中立也是民調口碑的成敗所

在。

然而，民調必須中立，民意卻可塑造。陳韜文（2007）談到傳媒運

作﹑民調及民意三者關係時指出，香港是個非常多元化的社會，如何判

斷真正民意不是易事：一方面，在市場和專業主義的考慮之下，一些

香港傳媒機構發展出一套包括增加採用民意調查作為「客觀」的民意指

標的應變策略（陳韜文，2003）；另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那

樣的民意在傳媒上聚焦，媒體加以報導評論，發揮「代議」功能的同時

亦彰顯出對民意的塑造，因而有人認為民意是傳媒「造」出來的。正如

香港中環天星碼頭鐘樓清拆引發的「集體回憶」，民意的瞬間爆發，傳

媒的功能顯而易見（李立峯，2006；李立峯、陳韜文，2011）。當然，

傳媒也不可能偏離真正民意去胡亂製造某類民意，波及全民的社會運

動，如2003年七一遊行、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及近期的保普選運

動、雨傘運動，當中傳媒即反映出社會結構性的民意，應當引起政府

重視。

雖然傳媒在影響民意方面的作用舉足輕重，但是社會運動中大眾

的民意反過來也會影響傳媒的運作。陳韜文、李立峯（2007）曾以「修

正政治平行」來形容傳媒如何受民意影響。所謂「政治平行」，指的是香

港報章的政治意識分佈和政壇上的政治光譜是平衡對應的。政治上若

有保守和開放兩派，那麼在媒體間也有保守和開放的機構。陳、李在

研究中發現，在「民意激蕩」（energized public opinion）的狀況下，傳媒

需要回應民意，因而不同報紙的論述會變得類似，政治平衡會減弱，

甚至暫時消失。在七一遊行的案例裡，最明顯的便是《東方日報》和《文

匯報》兩份政治立場較保守的報紙的轉變，如《東方日報》在七一前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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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勢力和政客為遊行的罪魁禍首，七一時卻向民意靠攏，將矛頭指向

特區政府；《文匯報》亦由七一前完全支持立法，轉變為在七一期間建

議大幅修訂法例內容，對遊行人士亦不再有負面的評述（陳韜文、李立

峯，2003）。當然，這並不表示這兩份報紙變得和其他報紙一樣或者變

得支持遊行，但是它們不得不作出修正，如不再貶低遊行人士或支持

不受歡迎的政府政策。縱使待民意較平靜時，政治平行會重新出現，

但是這案例反映，即使是向權力靠攏的傳媒，也不得不在強大的民意

前有所收斂。換句話說，服從「再國族化」大潮的香港傳媒，則可以將

民意看成本錢，抵抗權力中心的步步進逼（陳韜文、李立峯，2007）。

4. 媒體「代議功能」與社會運動

陳韜文和蘇鑰機（2003）發展出傳媒的「代議功能」概念來解釋回歸

後的香港傳媒如何消除社會繃緊的狀態和一觸即發的衝突，並以此說

明香港傳媒對社會結構缺乏民主的補充作用。由於民主低度發展，香

港只有一部分民選的議會代表，而且他們的權力受制於行政主導的政

府，市民的意見不能從議會反映，大眾媒介因而變成民意代表，承擔

著提供討論平臺、促進官民溝通、批評政府、提出政策建議和鼓勵社

會改革的功能。傳媒的「代議功能」讓社會大眾發聲、共同投入香港事

務以建構身份認同，傳媒擔當這角色既填補了香港政治現實的不足，

同時也為自己找到定位，以抵消「再國族化」的衝擊。一些傳媒以維護

本土利益為賣點，批評特區和中央政府。它們強調以公民社會為根

本，而非以高高在上的官商巨賈為重，當中比較突出者如《蘋果日報》

和電臺烽煙節目；其中，電臺節目經常邀請政府官員出席或來電，以

回答觀眾的提問，主持人更不時向官員質詢，因而深受廣大市民歡

迎，對民意產生一定的影響（李立峯，2007）。

傳媒「代議功能」為民意發聲，進一步影響了政治，當中最重要的

案例就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一些中國政府官員事後點名指《蘋果

日報》和電臺烽煙節目動員市民上街遊行。原因在於，首先，傳媒報導

社會領袖和政治團體上街的呼籲，媒體將這些領袖如天主教主陳日君

或教協等的呼召放大，無形中將示威合法化；第二，傳媒大量報導有

關民主遊行的資訊，使遊行成為市民大眾廣泛討論的議題；第三，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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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傳達「促進行動」的資訊十分重要，有助於讀者的具體參與（陳韜文、

李立峯，2007）。

固然，傳媒提供大量資訊，電臺、電視及報紙迴圈報導，令本土

的民主運動成為大眾的焦點，但是傳媒如何報導遊行更能影響大眾對

事件的觀感（Kuan & Lau, 1989）。傳媒是構成公共論述最重要的一環，

例如，在五十萬人上街之後，不同的傳媒紛紛以理性、和平來肯定遊

行，正面的評價令集體行動變得合理。2003年七一遊行後，第二十三

條立法擱置，一些主要官員下臺，甚至後來更迭特首，這些都被視為

人民力量的勝利，「七一效應」的論述成為民意影響政治的象徵。

5. 本土意識與利益

回歸之後，政治體制的發展未能滿足香港民眾的民主訴求，港民

本土意識時而高漲，而傳媒的運作與所在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

互相影響，傳播內容亦要顧及本土利益（陳韜文、李立峯，2011）。因

此，在本土意識和利益高漲期間，傳媒或被動響應，或推波助瀾，對

公民社會的形成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陳韜文、李立峯，2009）。谷

淑美（2007）以三次公民權利的事件為個案，研究媒體如何利用本土意

識製造和爭奪對於「秩序」的論述，而「秩序」論述又如何影響公民社

會。研究發現，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雖然強調法治和秩序，傳媒亦對

此認同，但在輿論爭議中又提倡公民抗命，使得「秩序」在公民社會運

動的衝擊下時有改變。隨著新媒體的崛起，成為公民社會運動傳播的

新媒介，同時，不同的公民行動令媒體反主流論述得以冒起，認同公

民抗爭的詞匯在公眾媒體領域出現，進一步豐富與促進了強調本土意

識與利益的公民社會運動（李立峯，2014；陳韜文、李立峯，2007；蘇

鑰機、陳韜文、李金銓，2000；Lee & Chan, 2013）。

多元化的媒體景象與複雜的政治事件、政治運動交織在一起，使

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不斷擴充，呈現出蓬勃發展

的研究勢態。目前，以「回歸後的香港傳媒、政治、經濟角力」、「新形

勢下香港傳媒業者和傳媒機構面臨的挑戰」、「新聞自由的衝擊、北京

因素與自我審查」、「本土意識與傳媒」、「傳媒與社會運動」、「傳媒與

選舉」等熱點問題為核心的政治傳播研究仍在進行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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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前景展望

總體而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香港出現一批活躍的政治傳播

研究學者，根據香港政治變遷與傳媒發展的獨特性，展開了深具學術

意義的研究活動。這一關涉香港未來發展前景的重要研究領域，如何

在嶄新的媒體時代獲得更大更深遠的進步？本文認為，香港政治傳播

研究可以朝著研究廣度與深度的面向不斷發展。首先，從廣度上看，

不妨考慮：

I. 研究方法的超越

如前所述，政治傳播研究是一門跨學科的交叉研究領域，兼具對

政治的傳播學分析、以及對傳播的政治學分析。因此，最為理想的政

治傳播研究，莫過於超越固有傳播學與政治學的學科壁壘，站在跨學

科的角度，來審視政治傳播學，實現政治學與傳播學的「視界融合」。

因此，如何在研究時綜合運用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

學的相關研究方法，將其更好地融入到政治傳播研究的學術場域，建

構出一種方法融合下的新形態的「政治傳播學」，將是今後政治傳播研

究的努力方向，亦是對本港政治傳播研究學者研究與整合能力的挑戰。

II. 研究領域的擴展

所謂「往裡去，向外走」（肖小穗，2015）的跨文化研究視角，同樣

適用於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擴展方向。香港政治傳播學雖應立足於本

土場景與特徵，卻不可受縛於此，而是要有「立足本土，放眼天下」的

研究胸懷，試圖通過縝密的思考、找尋若幹對香港研究有意義或有價

值的比較對象進行異同比較，來揭示研究個案的共性與特性，由此提

煉出具有普遍理論意義的問題。通常來講，一些跨地域、跨文化的比

較性研究文章，經類比分析反而可以更加清晰地探掘出香港政治傳播

當前問題之所在。例如陳韜文（1997）從國家和地區經濟政治制度的角

度對香港與新加坡的新聞體制特點作出比較，通過分析認為，兩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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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自由的高低差異主要出於彼此不同的總體權力結構。正是這樣的比

較性研究，有助於使我們的研究視野與意義超越地方背景的限制，在

國際學術領域找到相應的位置。

III. 研究對象的更新

新聞消費模式正在發生改變（黃煜，2007）。在全球媒體邁向「數位

化」的步伐之中，香港緊跟風潮，民眾新聞消費從廣播、報紙轉移到互

聯網、移動電話等新媒體乃至自媒體之上。網路的使用關涉政治參與

受眾的改變（李立峯，2014；陳韜文、李立峯，2013），港人作為一個

整體，尤其是以「第四代」（呂大樂，2007）、甚至「第五代」香港人為代

表的年輕一輩，產生自治理念和香港利益，儼然已成為目前香港政治

傳播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反國教運動中學民思潮的成員便大都以

十多歲的大中學生為主。因此，「更新」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的研究對

象，將研究著眼點投放至新媒體、自媒體，以及以八零後、九零後為

主的「新一代」香港人身上，是實證研究與時俱進之要求，亦是傳播學

者們面臨的新課題。

IV. 以話語修辭分析研究問題

正因為「政治傳播是社會階級、語言及社會化形態的政治結果」

（Mueller，1973），因此，不論「政治傳播」被界定為側重傳播面向的「關

於政治的有目的的傳播」，還是側重政治面向的「以話語為介質的政治

過程」，其過程都離不開政治活動參與主體間的資訊交往實踐，而資訊

交往的實踐又必然涉及到對政治傳播的微觀層面—話語的研究與修

辭分析。如何考察不同社會階層 /活動主體間圍繞各種利益議題所展開

的話語溝通行為，探索蘊含其中的各類修辭技巧的傳播與運用，能夠

於細微之處更好地探尋問題解決中策略的變化，具有很強的研究指導

意義。例如谷淑美（2007）對於媒體之於「秩序」的話語權力建構與爭

奪，黃盈盈（2007）對董建華時期學生運動話語權力建構的考察等，均

是從話語修辭層面對政治傳播事件進行考察，是對政治傳播研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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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的宏觀研究視角的有益補充，亟待發展。

V. 研究層面的深度化

從整體上看，香港政治傳播研究更多限於「新聞、媒介」領域，比

較缺乏在政治傳播更為內在的本質內涵即「政治內容」上的縱深推進，

而政治傳播研究本身之於社會精英、媒體所有權、社會等級等對政治

傳播控制與影響的現象考察，必然會涉及政治、經濟制度層面的社會

結構問題。涉及更深層面的分析，方可在羅列現象、分析學理的同

時，作出實際的應對選擇，達到促進香港社會政治文明的目標。這也

是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力圖達至的研究意義之一。

VI. 研究理論的探索

由於地域性的原因，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多偏重實證研究，較少理

論提升。然而，不管政治傳播研究的社會生態怎樣變動、地域特性如

何不同，事件的發生總有一定的規則或模式可循，因此，對理論的探

索與追尋應始終是傳播學者的研究責任。如何將源於西方的政治傳播

理論重新置於香港的學術場域進行嚴謹的學理性探索，挑戰主流理

論，針對問題提出新的詮釋，或是有系統地闡述新的概念，不僅或能

促使華人社會政治傳播理論的概念得到更多世界學者的認同，亦有助

於加強東西方學界在政治傳播理論上的交流，使香港政治傳播研究真

正從「本土化」邁向「國際化」，邁向更長更深遠的研究目標。

結語

總體而言，政治傳播研究領域至今尚未定形，仍處在不斷探索的

過程中。香港政治傳播研究基於自身的獨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

價值與廣闊的拓展空間。從文獻梳理中可發現，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

的香港政治傳播生態一直在演變，但研究的主題始終與「新聞自由」、

「政治意識形態」、「權力重組」、「建構現實」等主題聯繫在一起，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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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土研究持續的社會關注熱點，及香港政治傳播研究之於港人的利

益攸關。作為本港的政治傳播研究學者，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去

關注與研究同香港社會發展前景息息相關的各種政治傳播現象與問

題，既要努力突出「東方之珠」的政治生態獨特性，從縱深方向建構根

植於「本土」的政治傳播學研究，又要堅持對政治傳播概念和理論進行

不懈的學理性探尋，積極向「國際化」邁進。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香

港政治傳播研究發展三十餘年，活躍於該領域的專業學者仍是屈指可

數。如何培養香港本土的政治傳播研究人才，使這一必要、重要的研

究領域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獅子山下不斷發展壯大，成為香港政治傳

播研究目前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

註釋

1 截至2013年底，香港的大眾傳播媒介包括55份日報（其中25份中文日
報、12份英文日報、9份中英文雙語日報，和5份日語報章）、715份期
刊、兩家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三家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
牌機構、19家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一家公營廣播機構，以及
四家聲音廣播持牌機構。資料來源：2013年《香港年報》。

2 1977年國際報業協會在評比亞洲各地新聞自由時，香港名列第二。
3 關信基、劉兆佳（1989）指出香港政治傳播的受眾對政治資訊有強烈的需

求，是「專注的公眾」（attentive public），後對此概念進行修正，認為此種
專注並未能化為政治行動，因此應是「專注的旁觀者」（attentive spectator）。

4 指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本土社會和意識成形之後，在過去二十年來又再
次跟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整合的過程。

5 李立峯（2007）認為，回歸之後，大陸和香港社會交流越趨頻繁，越來越
多香港人北上消費、工作甚至成家立業，而新移民及內地遊客亦隨投資移
民及旅遊政策的放寬而增多。再加上中央政府近年透過傳媒對香港民眾進
行愛國教育，可以說是一個「文化共向」的過程。

6 此調查結果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2007年10月的調查結果類似，即近
半數香港受訪市民認為香港傳媒存在自我審查，逾六成市民認為傳媒在批
評中央政府時有所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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